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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绿地休闲服务是与城市居民关系最为紧密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之一。识别城

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并划分规划干预优先级，对于精准提升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

给效率、满足城市居民高品质休闲功能需求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厦门岛为例，利用2019年遥

感影像数据、兴趣点数据和统计数据等多源数据，应用 InVEST模型、ArcGIS平台和GeoDA等

空间分析工具，构建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和研究框架，评价了供需水平及空

间聚类特征，并识别划分出供需失衡关键区和规划干预优先级。结果表明：① 厦门岛生境质量

和植被生长状态均呈现“南优北劣”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存在显著的

空间集聚特征，高—高热点区集中于南部和西部片区。② 常住人口密度与POI核密度均呈现

出“总体均质、片区集中”的空间集聚特征；特殊人群人均绿地资源享有率差异较大；城市绿地

休闲服务需求水平与供给能力的空间集聚特征相反，高—高热点区分散于西南部及中部片

区。③ 识别出387个“低供—高需”失衡关键区单元，主要分布于厦门岛中部及北部片区的居

住区，该类区域面临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不应求的严峻挑战，需要重点修复和优化。④ 划分出

5个规划干预优先级，有44个单元处于Ⅳ-Ⅴ级优先区，该类区域需要优先干预，以精准缓解城

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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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是以人为中心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城市扩张和人口膨胀造
成两方面的普遍现象：一是城市绿地系统被不断压缩和碎片化，城市居民与自然环境严
重脱离；二是城市居民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需求数量、质量和多样性明显增强[1]。以上
现象导致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与城市居民需求水平之间的供需失配严重。这种供
需失配涉及地域平等、社会公平和环境正义等深层社会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并进行合理
优化[2]。城市绿地是保障城市生态系统稳定性的关键基底，是城市居民亲近自然、参与户
外休闲活动的主要场所。城市绿地所产生的休闲服务功能作为与城市居民关系最为紧密
的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之一，被视为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享有的各种休闲、娱乐和体
验机会的贡献[4]。大量研究表明，城市绿地休闲服务对改善居民身心健康、促进邻里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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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提升幸福感及提高生活品质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5-6]。因此，评价识别城市绿地休闲
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在矛盾最突出、问题最显著、干预最迫切的区域进行精准规划，
对于有效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和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Jacobs[7]、Seymour[8]、Wilkinson[9]等社会活动家和规划师就
开始思考城市绿地资源分配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积
淀，现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可总体概括为两个层面：① 在研究视角层面，大量研
究调查了城市绿地的可达性[10]、服务半径[3]、内部条件（如面积[11]、植被质量[12]、休闲
设施 [13]） 等方面的内容；也有研究讨论了城市绿地的用户体验 [14]、便捷性、舒适性、
满意度[15]及休闲活力[16]；② 在研究方法层面：部分研究基于遥感数据和GIS平台评价绿
地休闲服务的空间绩效[3]，部分学者使用公众参与地理信息系统（PPGIS）绘制城市绿地
休闲服务的空间分布，弥补了以主观认知为驱动的休闲服务映射方法的局限[17]；部分研究
使用货币化经济模型[18]或生物物理指标来衡量城市居民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需求期望，
尤其在局部空间尺度[19]。总体而言，既有研究提高了数据获取及评价结果的效率，但尚不
能精准反映不同社会群体及社会功能主导的人群分布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实际需求[20]；
单方面考虑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供给能力”或“需求水平”的研究较多，但对于供需
体系间的互动关系论证不足；有限的休闲服务供给能力与日益增长的需求水平之间的矛
盾现实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生态文明战略引领下，“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更加重视人本
需求，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以及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质量提升与分配正义。因
此，探究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供需关系，是提升城市休闲服务供给能力、满足城市居民
多元需求的重要突破口。

厦门岛是闽南金三角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城市发展建设成熟，具有高密度城区的典
型特征；同时，厦门岛城市绿地资源趋紧，休闲服务供需矛盾典型。鉴于此，本文以厦
门岛为例，重点探讨休闲服务供给和人本需求之间的空间匹配关系，旨在精准识别城市
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并明确规划干预优先级，为有效提升城市绿地休闲服务
供给效率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在指导城市绿地系统规划、促进“以人为本”新型城
镇化目标方面具有重要实用价值。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厦门岛位于闽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地带，是厦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商业中心。

国土面积 157.76 km2，四周环海，是典型的岛屿型城市。同时，厦门岛位于亚热带河口
海湾区域，具有丰富的城市绿地资源。近年来，城市发展带来的高密度人口和高强度活
动已严重影响到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人本需求和生态供给之间的矛盾不断凸
显，亟需借助科学方法进行优化调控。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研究数据主要涵盖栅格数据、普查数据和网络数据3种类型。① Landsat8 OLI/TIRS
遥感影像数据源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选取成像时间为 2019年 9
月 22 日（植被生长季），云量为 0.61%，条带号为 119/43，空间分辨率为 30 m；使用
ENVI 5.3平台对遥感影像进行校正、裁剪和目视解译，将研究区用地分为：林地、草
地、耕地、水体、裸地和建设用地6大类型。② 常住人口，青少年（≤14岁）及老年人
口（65岁以上）等特殊人群数据源自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单元为居委会。③ 兴趣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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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int of Interest, POI）数据源自百度地图 API 接口，利用 Python 获取。为契合研究需
要，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对既有POI指标进行数据清洗和重分
类，最终获得1433个具有代表性的Ⅱ级POI指标（表1）。④ 行政边界、街道办、社区行
政归属名称源自厦门市官方网站。⑤ 城市路网数据（OSM路网）源于Open Street Map
官网，利用ArcMap10.8软件对各等级路网进行融合处理和拓扑修正，利用线转面工具，
将道路线状矢量转化为街区面状矢量，获得街区地块单元。

2.3 指标体系与技术路线
城市绿地的丰富水平及空间分布合理性，直接关系到城市休闲服务分配的公平正义

问题。本文构建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与研究框架（图1），主要分为4
个步骤：① 从供给韧性维度和供给潜力维度两个层面，构建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供给能

图1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与技术路线
Fig. 1 Supply and demand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technical route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表1 基于土地利用类型的POI分类及数量特征
Tab. 1 POI classification and quantitativ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land use types

用地分类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
设施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绿地与交通设施用地

绿地与广场用地

Ⅰ级POI

文化设施

教育科研

医疗卫生

商务商业

交通枢纽

绿地广场

Ⅱ级POI

博物馆、展览馆、会展中心等

高等院校、中学、小学、幼儿园、科研单位等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等

大型写字楼、办公楼、购物中心等

火车站、长途汽车站、港口码头等

公园广场、植物园、风景区等

POI数(个)

39

554

89

155

19

577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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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评价指标，具体包括：生境质量指数和归一化植被指数两项指标；② 从静态需求、动
态需求，以及特殊社会群体的需求偏好3个层面，构建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需求水平评
价指标，具体包括：常住人口密度、POI核密度和特殊人群人均绿地区位熵 3项关键指
标；③ 基于各项指标评价结果及权重，确定供需综合指数；使用象限划分和优先级指
数，识别供需失衡关键区，划分规划干预优先级。

本文的基本研究单元为城市路网划分而成的街区地块，主要基于两方面的背景支
撑。首先，街区是城市形态结构、城市功能、城市管理的基本组织单元，以街区地块为
研究单元可与规划体系无缝衔接，是城市规划领域的重要分析尺度。其次，街区地块是
重要的人文地理单元，也是地理学空间单元划分的重要类型之一[21]，从街区尺度探究城
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机理，是对地理学范畴研究尺度的细化和推进落实。综上，基于街
区尺度解决城市绿地休闲服务失衡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基础和现实意义。
2.4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评估
2.4.1 生境质量指数 生境质量是表征绿地生态系统健康程度及其生态系统服务供给能力
的重要指标之一[22]。本文使用 InVEST 3.7.0模型对城市绿地生境质量进行定量评估。其
中，InVEST-Habitat Quality(生境质量)模块基于土地利用数据、胁迫因子及权重、胁迫影
响距离等因子，分析生境对外部胁迫因子的敏感程度，人类活动强度越大，生境所承受
的威胁越大，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越弱，反之亦然。计算过程为：首先计算出生
境质量的退化度，进而计算出生境质量[22]。生境退化度指数计算公式如下[23]：

Dxj =∑
r = 1

R∑
y = 1

Yr æ
è
ç

ö
ø
÷Wr/∑

r = 1

R

Wr ry × irxy × βx × Sjr （1）

式中：Dxj为土地利用类型 j中栅格单元 x的生境退化度；R为生境胁迫因子数量，根据厦
门岛的实际情况，本文选取机场、港口、铁路、主干道、次干道、城市建设用地作为生
境胁迫因子；Yr是生境胁迫因子 r 栅格单元的总数；Wr为生境胁迫因子 r的权重；ry为土
地利用类型 y栅格中生境胁迫因子的个数；irxy为胁迫因子 r的最大影响距离；βx为法律准
入程度或到达度，反映土地资源或生态系统保护程度，考虑厦门岛的实际情况，本文将
该因素视为均等；Sjr为土地利用类型 j对于胁迫因子 r的敏感程度，取值范围为[0, 1]。

生境质量指数计算公式如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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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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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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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
xj

Dz
xj + k z

（2）

式中：Qxj为土地利用类型 j中栅格 x的生境质量，Qxj取值范围为[0, 1]，其值越大表明生
境质量越好；Hj为土地利用类型 j 的生境适宜度； k 为半饱和系数；z为系统固有换算系

数，值为2.5。
2.4.2 归一化植被指数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还与绿地空间自身的植被覆盖度、植
被生长状况等密切相关 [24]。归一化植被指数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与绿叶密度、光合有效辐射、植被生产力以及累积生物量等呈线性或近线性关系，
能够有效反映植被覆盖度、植物生物量及叶面积指数等植被生长信息，现已成为监测植被
覆盖度和生长状况的常用指标之一[25]。本文使用NDVI指数评价城市绿地植被生长状况[26]。
2.5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评价
2.5.1 常住人口密度 城市居民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需求水平取决于人口数量及其空间
集聚特征。城市是一个动态、多样的复杂系统，人口的空间集聚主要包括以居住功能主
导的“静态集聚”和以商业、游憩、通勤流动功能主导的“动态集聚”[27]。常住人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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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能够准确表征常住人口对城市生态资源及其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程度[28]。因此，本文

使用常住人口密度表征市民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静态需求”。

2.5.2 POI核密度 POI数据不仅可以表征人口聚集与城市活力等动态特征[29]，而且可以

与常住人口共同反映城市人口的“职住关系”[30]。因此，本文选择基于POI数据的人口

活动强度表征市民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动态需求”。本文重点关注城市居民的到访空

间、驻足场所、公共交往及休闲游憩等实际功能需求，筛选出 6类Ⅰ级POI指标，共计

1433个具有代表性的Ⅱ级POI指标（表1）。基于POI数据，采用核密度分析来计算地理

要素在其所在空间及周围领域中的密度分布状况，所生成栅格像元的数值即可表征人口

活动强度[31]。计算公式如下[32]：

fx =∑
i = 1

n
1
h2

k
æ
è
ç

ö
ø
÷

x - xi

h
（3）

式中：fx为 x处要素的密度估计值；h为带宽，x-xi为第 i 个要素与被估计要素 x的距离；

k(x) 为核的权重函数。

2.5.3 特殊人群人均绿地区位熵 本文借鉴区位熵方法[33]，使用青少年/老年人人均绿地

区位熵（LQz）评价特殊社会群体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需求水平。计算公式如下：

LQz =
Tds /Pdw

Tqs /Pqw

（4）

式中：Tds为空间单元内的公园绿地面积；Pdw为空间单元内的特殊人口数量；Tqs为研究区

域内的公园绿地总面积；Pqw为研究区域内的特殊人口总数。如果一个空间单元的LQz小

于 1，则表明该空间单元内的特殊人群人均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高于研究区域内

的特殊人群人均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反之亦然。

2.6 供需失衡关键区识别与干预优先级划分

2.6.1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综合评价 基于单项指标因子，构建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

需综合指数（BI），计算公式为[34]：

BI = a × β1 + b × β2 + c × β3 （5）

式中：a、b、c为休闲服务供/需指标因子，采用标准化处理以消除不同指标之间的量纲

差异。β1、β2、β3为各指标因子所对应的权重系数，权重由层次分析法（AHP）和熵权法

确定（表2）。

2.6.2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空间集聚特征识别 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可反映某一空间单

元的属性值同其邻接空间单元上同一属性值的相关性和空间聚集程度，有助于识别属性

值的显著性热点和冷点[35]。本文使用单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识别城市绿地休闲服

务综合供/需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具体操作过程通过GeoDA软件实现。

表2 指标含义及权重
Tab. 2 Indicator meaning and weight

指标类型

供给指标

需求指标

生境质量指数

NDVI指数

常住人口密度

POI核密度

特殊人群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

指标含义

绿地系统对外部胁迫因子的敏感程度

绿地系统自身植物的生长状况

以居住功能主导的休闲服务静态需求

以商业功能主导的人口集聚所产生的休闲服务动态需求

特殊社会群体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需求偏好

属性

正向

正向

正向

正向

负向

权重

0.53

0.47

0.34

0.34

0.32

766



3期 辛儒鸿 等：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识别与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

2.6.3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识别 探究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供需耦合状态是
供需研究的关键点和难点，Z-score标准化方为供需耦合研究提供了媒介[36]。该方法会在
一定程度上改变供/需综合指数的实际值，需要引起重视，但鉴于本文的最终目的在于探
析供/需关系的相对状态，而非绝对值，故使用该方法进行供需匹配与象限划分。Z-score
标准化公式具体参照文献[37]。
2.6.4 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 为进一步指导规划实践，引入优先级指数 （Priority
Index, PRI） [38]对“供需失衡”关键区进行优先级划分，计算公式如下：

PRI =
Dp × fx × LQZ

Qxj × N
（6）

式中：Dp为常住人口密度；fx为POI核密度指数；LQz为特殊人群人均绿地区位熵，三者
共同反映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综合需求水平。Qxj为生境质量指数；N为NDVI指数，二者
共同反映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综合供给能力。当需求越大，供给越小时，PRI越大，表明
该地区的规划干预优先级越高。

3 结果分析

3.1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及空间分布特征
3.1.1 单项供给指标及空间分布特征 将生境质量划分为5个等级，结果显示，在外部胁
迫因子影响下，厦门岛的生境质量总体呈现出“南优北差，点状分布”的空间特征，“良
好”级别以上的生境面积占21.57%。同时，NDVI高值区与生境质量高值区主要分布在
厦门园林植物园、御屏山、厦门大学、狐尾山公园、五缘湾湿地公园等地，表明这些区
域不仅具有良好的生境基础条件和适应外部环境胁迫因子的能力，而且具有较高的植被
覆盖度和较好的植物生长状况。综合生境质量和NDVI指数结果发现，厦门岛南部和西
部片区具有较好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基础，而中部、北部和东部片区的供给基础整
体较为薄弱（图2）。
3.1.2 综合供给能力及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单项供给指标评价结果及权重，得到厦门岛城
市绿地休闲服务的综合供给能力。结果显示（图3a），厦门岛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
低值区（BIs＜0.091）主要集中在北部港口码头、高崎国际机场及部分居住区；LISA结
果显示（图3b），在95%的置信区间内，厦门岛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具有明显的

图2 厦门岛胁迫因子、生境质量及NDVI空间分布
Fig. 2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mpact factors, habitat quality and ND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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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低—低冷点区分布于北部物流中心、国际航运中心、湖里社区、围
里社区，及西南部的鹭江社区，以上片区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整体偏低，应当
重点优化提升。
3.2 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
3.2.1 单项需求指标及空间分布特征 单项需求指标结果显示，厦门岛常住人口密度在空
间分布上差异较大，呈现出由城市中心向周边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图4a）。高
密度区（Dr＞500人/hm2）主要分布于中部及西南部片区，包括塘边社区、江村社区、屿
后社区及鹭江社区等片区；低密度区（Dr＜200人/hm2）主要分布于北部、南部及环岛片
区。POI核密度与常住人口密度具有空间分布差异，呈现“总体均质、片区集中”的空
间集聚特征（图4b）。高密度（fx＞15）地区主要分布于北部的殿前社区、围里社区、马
垅社区，中部的屿后社区、龙山社区，以及西南部的禾祥社区、思南社区及厦门大学片

图3 厦门岛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给能力空间分布及LISA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supply and distribution map of LISA

图4 厦门岛常住人口密度、POI核密度及特殊人群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空间分布
Fig. 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density, POI kernel density and

per capita green space location entropy for special populations

768



3期 辛儒鸿 等：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识别与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

区；低值区（fx＜10）主要分布于高崎国际机场、湖边水库、御屏山及厦门园林植物园片
区。特殊人群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空间分布结果显示（图 4c），高需求区（LQz＜1.000）
相对分散，点状分布于厦门岛中部、东部及西部片区，表明以上片区中，青少年和老年
人等特殊社会群体的人均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高于研究区总体需求水平。
3.2.2 综合需求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单项需求指标评价结果及权重，得到厦门岛城
市绿地休闲服务综合需求水平（图5a）。结果显示，厦门岛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的
空间分布不均，高值区（BId＞0.188）主要集中在北部的殿前社区、寨上社区、马垅社区
和钟宅社区，中部的屿后社区、蔡塘社区、龙山社区、梧村社区，及西南部的思南社区
和夏港社区。表明以上片区中居民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需求水平较高。同时，LISA结
果显示（图 5b），在 95%的置信区间内，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综合需求的Moran's I指数为
0.335，表明在街区尺度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具有明显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高
—高热点区主要分散于西南部及中部片区，以上片区中城市居民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
需求水平整体偏高，需要重点优化调控；低—低冷点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北部机
场、港口及东部湿地片区。

3.3 供需失衡关键区识别
基于Z-score标准化后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象限分布结果表明（图6），有387个

研究单元处于低供—高需状态（第Ⅱ象限），90个研究单元处于高供—低需状态（第Ⅳ
象限）。同时，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空间匹配结果显示，低供—高需失衡关键区主要分
布于北部的殿前社区、马垅社区、安兜社区、围里社区；中部的屿后社区、金桥社区、梧
村社区；西南部的鹭江社区、思南社区、夏港社区；以及东部的蔡塘社区、何厝社区、
前埔社区，这些区域面临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不应求的严峻挑战，是需要重点进行城市
绿地修复与优化的关键区。高供—低需失衡关键区主要分布于南部的御屏山，中部的筼
筜湖、狐尾山公园、仙岳公园、湖边公园及五缘湾湿地公园片区，这些区域是需要重点
进行城市绿地保护与维持的关键区。
3.4 规划干预优先级划分

使用优先级指数（PRI）在供需象限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供需失衡的程度，从而

图5 厦门岛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水平空间分布及LISA
Fig.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demand and distribution map of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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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划分优先干预的次序[38]。根据优先级指
数，将优先干预区划分为 5 个等级，级
别越高，越需要优先干预。结果表明
（图 7），厦门岛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优先
干预区空间分布差异明显，高级别区集
中于中北部。Ⅳ~Ⅴ级优先区主要分布于
围里社区、殿前社区、鹭江道社区、思
南社区等片区；Ⅱ~Ⅲ级优先区主要分布
于东渡社区、屿后社区、及前铺社区等
片区。这些区域是需要优先规划干预，
以缓解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矛盾的重
点区域。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以厦门岛为例，从供需视角出

发，构建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评价
指标体系与研究框架。基于多源数据，
应用ArcGIS、ENVI、GeoDA和 InVEST等分析工具，评价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供需空
间特征，识别了供需失衡关键区并划分了规划干预优先级，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受城市建设等外部胁迫因子影响，厦门岛绿地生境质量和植被生长状态均呈现
“南优北差，点状分布”的空间分布特征；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综合供给能力存在明显的局
部空间集聚特征，高—高热点区集中于南部和西部片区，低—低冷点区集中于北部、中
部和西南部片区。

（2）厦门岛常住人口密度呈现由城市中心向周边地区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
POI核密度与常住人口密度存在重叠、互补或错位关系，表明二者共同表征需求水平具

图6 厦门岛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空间分布
Fig. 6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ey areas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图7 厦门岛城市绿地规划干预优先级空间分布
Fig. 7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urban green space planning

intervention pri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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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必要性。特殊人群人均绿地服务区位熵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空间分布特
征，局部片区的特殊人群人均绿地休闲服务享有率有待提高，社会正义尚需加强。城市
绿地休闲服务综合需求水平与供给能力存在“空间失配”现象，需求水平高—高热点区
主要分散于西南部及中部片区；低—低冷点区主要集中在南部山区、北部机场、港口及
东部湿地片区。

（3）基于供需空间匹配及象限划分，可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关系划分为“高供
—高需”“低供—高需”“低供—低需”和“高供—低需”4种类型。共识别出387个“低
供-高需”失衡关键区，占厦门岛国土面积的 25.78%，主要分布于厦门岛北部、中部、
及西南部的部分社区，这些区域面临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不应求的严峻挑战，是需要重
点关注和优化的对象。

（4）使用优先级指数（PRI）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失衡关键区划分为5个规划干
预优先级，有44个单元处于Ⅳ~Ⅴ级优先区，主要分布在围里社区、殿前社区、鹭江道
社区、思南社区等片区，这些区域是需要优先规划干预以缓解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矛
盾的重点区域。
4.2 讨论

人居福祉与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之间的关系不仅取决于绿地生境的供给能力，而且取
决于人们的需求水平。目前，专注于高密度城区范围内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研究尚不成
熟，并且多聚焦于供给侧的量化评估；如何构建供需两侧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供需关
系进行空间耦合是当前研究的难点。本文从供需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
供给能力与需求水平的内在逻辑，耦合城市生态系统与社会人文系统，构建了城市绿地
休闲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与研究框架，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研究发现，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综合需求水平与单项需求指标因子的空间分布特征存
在局部差异，表明综合考虑常住人口静态需求、人口聚集动态需求及特殊人群需求偏好
所产生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综合需求，相较于传统研究中单纯以常住人口人均指标确定
需求量的方式更具客观性和全面性。同时，研究发现，并非所有高需求区域都面临低供
给挑战；也并非所有低需求区域都面临高供给盈余。因此，统筹供需关系，识别供需失
衡关键区的进步意义在于，可以准确定位“低供—高需”街区地块，在供需矛盾最突
出、问题最显著、干预最迫切的地块进行重点调控，以大幅度提升高密度城区的土地利
用效率，并缓解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矛盾。此外，同处于“低供—高需”状态的地块
数量较多、分布较广，但其失衡状态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规划干预优先级进一步明确
了规划干预次序，从城乡规划的实施过程来讲，更具目标性、精准性和可操作性。同
时，本文所构建的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是对高密度城区普
遍存在的生态资源分配不均问题的探索性应对，因此适用于探究其他地区的城市绿地休
闲服务供需状态和优化路径。

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是对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人文系统间复杂联动状
态的表征。受限于社会经济类数据的获取难度，本文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需求侧的指标
选择仅考虑了常住人口密度产生的静态需求，人口集聚活动产生的动态需求，及特殊人
群分布所产生的需求偏好，尚未考虑建筑功能（如医院、疗养院、学校、商业）所承载
的不同人群类型对城市绿地休闲服务的多元化需求差异，势必会影响需求端评价结果的
全面性。同时，本文探索性的构建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关注各
指标因子对供需水平的驱动机制和内在机理，后续研究可在该方面一步拓展延伸，通过
精准控制供需变量，有效优化供需失衡状态。此外，本文重点探究了城市绿地休闲服务
的供需关系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拓展了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深度，未来研究还可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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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其它典型城市生态系统服务类型的供需评价指标体系，以及各项服务类型间的权衡
协同关系，并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规划实施策略。从而为优化城市绿地空间布局、提升城
市生态系统服务效率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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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is one of the types of urban ecosystem
services that are closely related to urban residents. Identifying the key areas of imbalanc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and prioritizing the
planning intervention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accurately improving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and meeting the needs of urban residents for high-
quality recreational functions. This paper takes Xiamen Islan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quantitative analysis using 2019 remote sensing data, point of interest data, statistical
data and other multi-source data. And, the spatial analysis tools such as InVEST model, ArcGIS
platform and GeoDA are used to buil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research framework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On this basis, the supply and demand
level and spatial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s are evaluated, and the key areas of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and the priority of planning intervention are identified. The main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The habitat quality and vegetation growth status of Xiamen Island showe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perior in the south and inferior in the north"; there are
significant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upply capacity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and high-high hotspot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the study area. (2) Both the density of permanent population and the density of POI cores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of "overall homogeneity and concentration
of areas"; the per capita enjoyment rate of green space resources among special groups varies
greatly; the demand level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is opposite to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supply capacity, and high- high hotspots are scattered in the
southwest and central parts. (3) A total of 387 key units of the "low supply- high demand"
imbalance were identified, mainly distributed in residential areas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rn
parts of Xiamen Island, which faced the severe challenge of insufficient supply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and needed to be repaired and optimized. (4) Five planning
intervention priorities are divided, and 44 units are in the IV- V priority area, which requires
priority intervention to accurately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Keywords: urban green space; recreational service; supply and demand; priority; Xiamen
I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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